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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自从2023年以色列向哈马斯宣战以来,巴以冲突迁延至今,迄今未实现

和解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,初期各界普遍认为美国可以有效约束以色列,推

进地区和平,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。在冲突爆发后不久的2023年10月,

美国总统拜登亲赴以色列,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审慎,却遭到以色列

方面的拒绝。① 2024年3月,内塔尼亚胡公开指责拜登在以色列政策上犯了

错误。②

对此现象,究竟是美国无力约束以色列,还是美国并不想真正管控以色

列,各界众说纷纭。若我们把当前中东局势与赎罪日战争后的中东相比,

1973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中东进行穿梭外交,在其长袖善舞操作下以色

列与埃及、叙利亚达成和解,相较之下当前美国对于中东事务的影响力似乎

略有下降。但是从国际地位看,冷战时期美国只是两极中的一极,当前美国

则是公认的世界独霸,为何美国当前对以色列的影响力反而不如穿梭外交

时期呢? 笔者认为,一个可能的原因是,在后冷战时代,各国内政因素对于

外交决策的影响加大,相应削弱了同盟管控的力度。

传统的结构现实主义将国家视为原子式的个体,不考虑国家内部的因

素。③ 理性决策理论将国家视为理性决策体,没有考虑决策者的非理性因素。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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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期关于领导人决策的研究侧重考虑领导人的偏好与心理等因素。① 然而,

近些年的研究发现,领导人在决策时重点考量的是该决策是否有利于其连

任。② 如果战端已经开启,领导人还会关注选择和谈或强硬等立场对其未来

命运的影响。③ 若领导人是战争开启的决策者,需要负战争责任,若战败则

会受到更严厉的来自国内或敌方的惩罚,因此这类领导人不会轻易和谈,也

不会在战场失利时轻易承认失败,而可能顽抗到底。④ 若战争伤亡较大,双

方仇恨情绪高涨,和谈也会有风险。例如,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拉

宾均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里程碑式人物,但在促成和谈后两人均被国内强硬

派刺杀。为了降低这类风险,学者认为秘密谈判有其必要性。⑤

上述理论讨论了战端开启后国内因素对和谈选择的影响,还有些理论

讨论战争尚未爆发阶段国内因素的影响。领导人在任内面临多重风险,例

如败选、军事政变、国内革命或叛乱等。⑥ 因此,受到问责制度约束的领导人

可能会通过向外转移危机来分散国内注意力。⑦ 而领导人一旦选择强硬

(stand
 

firm),则在国内观众成本的限制下,骑虎难下,难以退缩妥协,可能加

速冲突与战争爆发的进程。⑧ 可见,如果我们打开国内政治的黑箱,可以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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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存在诸多影响冲突与和谈决策的国内机理。
 

关于内政对外交政策影响的作用机制,上述的聚旗效应、危机转移、领

导人任期风险和观众成本等理论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。我们也可以用之

分析以色列的强硬立场,当前是内塔尼亚胡自2022年以来的第三个总理任

期,1996年至1999年和2009年至2021年期间,内塔尼亚胡两任总理,是任

期最长的以色列总理。因此,我们可以初步判断,内塔尼亚胡所持的强硬外

交有助于其任期。当然,内政因素对冲突等外交决策的影响究竟达到什么

程度,目前尚无定论。

冷战结束后,一方面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深化,另一方面民粹主义与

逆全球化盛行。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,近些年来地区冲突频发。除了

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在中东的军事行动,当前俄乌危机也仍在持续。笔

者认为,这些危机或冲突的爆发与各国内政密不可分。相较于冷战时期两

极格局下两个超级大国对盟友的强力管控,后冷战时代内政对外交的影响

将凸显。究其原因,主要有以下两点:

首先是国际格局和同盟管控的影响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德国被奥

匈帝国拖入战局,可见同盟困境可能轻易加大战争规模。冷战时期的两极

格局下,吸取两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困境的教训,美、苏加强对盟友管控,美国

在亚太设计轴辐体系、甚至干涉盟国内政①,苏联对华约盟友进行强力约束,

例如波匈事件等,这些举措均体现了超级大国高强度的同盟管控。相应地,

冷战时期的冲突局限于地区冲突或代理人战争,例如朝鲜战争、中东战争和

越南战争等,并没有升级为大规模的战争。

然而冷战结束后,国际格局从两极转变为美国独霸。伴随着中国崛起,

美国采取亚太再平衡战略,试图借助盟友遏制中国。② 因此,美国对盟友的

管控放松。美国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更为重视盟友,建立了美英澳加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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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联盟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。针对中美竞争,各国纷纷选择对冲,两边要

价。① 因此,我们可以理解当前的美以关系,当以色列表现出强硬立场和坚

定决心时,美国加强管控可能会面临同盟关系受损甚至破裂的风险。出于

拉拢盟友的考量,美国对盟友的约束放松,其结果可能是加剧地区冲突局势

恶化。

其次,冷战后网络兴起和民主化浪潮将使决策者更为重视国内民意。

冷战结束后,民主化第三波浪潮下,很多国家转型成为民主国家。② 然而,在

民主制度下,领导人受到的选举压力更大,领导人可能会高度关注自身任

期。③ 此外,民主国家的观众成本也通常被视为高于非民主国家。④ 基于前

文的介绍,若领导人感觉地位不稳,则可能对外强硬,依靠聚旗效应获得更

高的国内支持度。观众成本则使领导人一旦选择强硬之后难以在后续环节

选择妥协,进而加剧了冲突升级的风险。

与此同时,网络的盛行也可能增加观众成本。在传统媒体时代,舆论传

播受到精英和权威的控制,然而在网络时代,特别是自媒体的盛行,使得不

同意见得以表达。由于网络信息具有速度快、范围广、透明度高等特点,各

国的普通民众可以快速了解战场或和谈等军事外交场合的重大细节,进而

可能更容易对妥协举措表达不满。此外,网络消息也有较多误导性内容,大

量的噪声可能掩盖了实情,容易诱导各方做出误判。网络民意可以快速传

播,可能出现舆情失控的现象,甚至影响到政权的国内稳定,颜色革命就是

例证。而且,网络加大了秘密外交的难度,例如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

密访华,促成了中美建交。而在网络时代,这类有助于和解的秘密访问显然

较难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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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可知,在后冷战时代,国际格局和大国力量变迁的背景下,美国对

盟友的管控力度减弱。同时,网络技术加大了各国的观众成本,民主国家尤

甚。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,各国在面临冲突风险时,往往容易从内政因素

加以考量,例如判断决策是否有利于领导人连任、是否有利于国内政局稳

定。相应地这些决策较少考量盟友意见。在此情况下,国际危机受到同盟

管控的可能性降低,而受到聚旗效应、观众成本等国内因素的影响可能加

大,进而加大了冲突风险。


